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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新探索
———《隐逸诗人的历史影像———陶渊明经典化研究》读札

邓新华，刘传清
(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，湖北 宜昌 443002)

中图分类号: I 206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672 － 6219( 2014) 06 － 0115 － 02

文学经典问题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学术界讨论热烈的一个
重要话题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传统的文学经典理论主要面临
着两大“挑战”。其一，文学经典本身面临被“解构”的危机。

事实上，那些早已被传统认可的经典，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
面前，都会遇到挑战。如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，千百
年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学顷刻被打倒; “文革”期间，古今中外一
切文学经典都被当成“毒草”而遭到横扫。而在当下，视觉文
化、新媒体文化与消费文化完全占据了文化传播的中心，文学
经典则退居边缘，似乎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。其二，文学
经典存在的合法性也屡屡受到质疑和批判。文学经典之所以
成为文学经典，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，

这也是文学经典所以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。

但是，某些激进的文学经典论者则认为，文学经典不过是一种
审美幻像。这种文学经典虚无主义的观念，误导人们从理论上
怀疑文学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。

如果进一步观察国内学界有关文学经典问题的学术探讨，

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另一个方面的问题，这就是理论层面的考
察明显多于个案的研究。其实，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: “经典
形成的真实过程从来就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张力……经典的形
成是一个包含了极多复杂因素的过程，有些因素却被我们忽略
了”( 周宪语) 。这就要求我们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探讨，不应
该一味纠缠于纯粹的概念分析和理论思辨，而应该回到经典本
身，应该更加关切经典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，通过
系统、细致、深入的个案研究来揭橥文学经典问题的理论实质。

边利丰博士新近出版的《陶渊明经典化研究》( 花木兰文化出
版社，2014) 就是期望通过对陶渊明经典化过程的个案研究，来
呈现文学经典问题的丰富性、生动性、深刻性和复杂性，进而揭
示其发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。

说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作家之一似不为
过，但事实上他的人格境界与文学价值，即其经典性的确认，却
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发现、认识甚至“发明”、再造的复杂而漫长

的过程，因此对陶渊明经典化问题的研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
知。但作者敏锐地把握了陶渊明经典性问题研究的重心所在:

这就是后世的文学接受活动和阐释活动对陶渊明经典性形成
所产生的影响。究竟是哪些人，通过哪些活动，怎样将陶渊明
一步一步地加以塑造，从而使陶渊明从六朝时期的一名默默无
闻的隐士最终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、重要的文化人物乃至中国
文化别具意义的某种象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作者还自觉意识
到，文学经典主要是一种关系性存在，经典化是原创性文本与
独特性阐释( 这种独特性甚至会表现为无中生有的“发明”或
再造) 的结合，并以一种“效果历史”呈现出来———不断发现新
的东西，接受新的认识，产生新的意义，这就是意义的再生成过
程，实际上也是经典的再生成过程。而陶渊明经典性的关键点
正在于，其作品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再生成过程。基于此
种认识，作者提出这样一种理论预设:文学经典化的过程，事实
上是作家、作品等因素不断获得命名的历史。在作者看来，所
谓“命名”，就是批评家对作家和作品“对话”的一种方式。后
世的阅读者和批评家总是从自己特定的立场和现实需要出发，

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;总是要以个人化的方式去对陶渊明进
行重新塑造，以此来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，从而
以个人的方式对陶渊明进行重新“命名”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

文学史对陶渊明的每一次重新“命名”，都意味着特定历史语
境下新问题、新视角的出现，而这种重新“命名”的过程，无疑
已经融入了阐释主体对陶渊明经典化的选择、参与和创造。在
作者看来，既然“命名”是陶渊明经典性得以显现的一种重要
方式，那么，“释名”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边著的理论切入点。

按着作者上述对陶渊明文学经典性问题的基本理解，边著
分三个时期具体深入地探讨了陶渊明的经典化历程。

六朝是陶渊明经典性的奠基期，边著首先关注的是陶渊明
诗文创作中的自我形象问题。作者以陶渊明自己作品所描绘
的历史人物为材料依据，分析了陶渊明笔下的“自我”形象。

作者认为是这种具有自我期待性质的“自我形象”为陶渊明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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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形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在此基础上，边著深入探讨了“陶
彭泽体”的原创性问题，钟嵘《诗品》称陶渊明为“古今隐逸诗
人之宗”的首次命名问题，以及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选录及阐
释使陶渊明作为诗人的历史地位初次显豁化等问题，从而较为
清晰地揭示出此期陶渊明的经典性是如何得以初步显现的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边著对此期间陶渊明经典性的探究从自我
与他者的关系出发，根据人类学借助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
自我的思想，通过全面梳理、细致分析陶渊明作品中的历史人
物，对陶渊明的自我期待与自我建构进行了分析和阐释。我以
为这十分有利于我们准确、全面地理解更为真实的陶渊明历史
形象。陶渊明与颜延之的关系也是边著用力较勤的一部分。
颜延之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，是陶渊明生平的重要见证者，也
是其事迹的最早记录者。边著对陶渊明与颜延之的复杂关系
进行了初步廓清，从家族传承、伦理观念和文学潮流等角度分
析了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密切但对其创作评价甚低的原因。

唐朝是陶渊明经典性的形成期，边著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
探讨。首先，作者指出，作为田园创作的“艺术先行者”，陶渊
明开创的山水田园诗体也即“陶彭泽体”，对唐代颇具声势的
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，起了一种先导作用。不仅如此，陶诗表
现的田园情趣，也在唐代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中得到了发扬
光大，作者把这称为“诗歌情趣的经典化”。总之，唐代山水田
园诗的大规模涌现使原本势力单薄的一“体”发展成了蔚为壮
观的一“派”，这对陶渊明经典化极具促进之作用; 其次，作者
认为陶渊明创造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审美意象，如“东篱菊”、
“五柳”、“桃源”等，已经较大规模地渗透到唐诗创作中，这些
凝聚着陶渊明风神意趣的诗歌审美意象，开始由普通的“个人
意象”衍化为极富蕴藉的“公共意象”。也因于此，作者将这种
现象命名为“诗歌意象的经典化”; 第三，作者通过考察陶渊明
典故在唐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，勾勒了诗人在这个时期的经典
形象:隐士 －饮士 －诗人，这一现象作者称之为“诗人形象的经
典化”。

关于陶渊明经典在唐代的基本地位问题，作者的研究与既
往不同:时代风貌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差异基本决定了唐代并不
是一个十分利于陶渊明经典性显现和形成的历史时期。以李
白为代表的唐代诗人与陶渊明的关系以及李白对其“龌龊”的
评价历来就是一个难以绕过的学术迷案。边著通过系统梳理

“龌龊”词意的历史演变，借助详实的资料分析，得到了更为可
信的结论。陶渊明诗歌情趣、意象经典化问题的提出在我看来
完全是一种学术创见，从“艺术先行者”的角度来定位陶渊明
与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关系自然也就包含有较多学术创新的
成份。

自宋代起，陶渊明开始被人称为“诗人之冠冕”，这是陶渊
明经典性的确立期。边著对于这个时期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用
力更勤。特别对于宋人评陶渊明“耻事二姓”的政治气节，“安
贫乐道”的“孔颜乐处”，评陶诗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，评陶渊
明的“哲人”形象，评陶诗“自然”、“平淡”的格调等，都极为细
致深入。显然，作者如此全面深入的论证意在说明，此期诗人
陶渊明的经典化得以确立，与宋代社会文化的的变迁有着密切
的关系，又尤其与当时文坛领袖苏轼对陶渊明的极赏分不开。

目前国内外学界的文学经典化研究有两条不同的路径:文
学研究与文化研究。边著对陶渊明的经典化研究在方法论上
则注重这两条不同路径的有机结合。在作者看来，陶渊明至高
无上的文学经典地位的获取与两宋意识形态和政治伦理的重
新建构密切相关: 士风的重建事实上是由政治统治“重整纲
常”的现实需要产生的，而“重整纲常”恰恰需要树立特定的
“示范性经典”。从“神化”现象入手，作者进一步明确界定了
陶渊明经典具有被“发明”、再造的性质，这与学界既往研究中
单纯的“发现”观念完全不同。边著对苏轼与陶渊明的经典化
关系的梳理极为细致深入，作者通过系统、深入研究《饮酒》
( 其五) 的效果历史，借助哈罗德·布鲁姆“影响的焦虑”和霍
布斯鲍姆“发明的传统”的理论框架，指出苏轼改造陶诗实际
是将自己的审美理想投射到古代诗人身上，是要通过“自觉不
自觉”地修正前人的创作来建构新的诗学规范。而《饮酒》( 其
五) 经过苏轼的改造、“发明”最终“神化”成为中国文学的理想
和“神话”。另一方面，后人所熟悉的所谓“超脱人世”的陶渊
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苏轼这样的话语权威“塑造”出来的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陶渊明经典的确具有“发明”、再造的历史属
性。而这种“发明”、再造的陶渊明经典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学
理论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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